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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增长效应”与“平滑效应”的比较视角

张　辽１　吴耸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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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视角,以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中国企业信息化５００强”中

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信息技术能力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和“平滑效

应”.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与周期性波动均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信息技术能

力提升能够显著改善企业信息分析与决策水平,从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的提高,即表现出明显的“增

长效应”,但也加剧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从而未形成明显的“平滑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技术能力增

强对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十分突出,但在中技术密集型创造业企业中却表现出显著的

“平滑效应”.此外,信息技术能力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板块呈现出明显的空

间分异特征,但均未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生产率“平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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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在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升级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不仅是我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也是着力打造新兴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引擎.回顾发展历程,不
难发现我国制造业是在传统比较优势的驱动下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然而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等资源禀

赋所决定的传统比较优势并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我国制造业在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过程中

所遭遇的诸多困难就足以印证这一观点.譬如生产模式“自我锁定”造成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低端锁定,并且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明显,以及不同行业间缺乏协同发展导致的

产能过剩问题特别突出.任何试图破解以上发展障碍的努力均需要建立在生产效率有效提升的基础之

上,或者说,唯有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升才能彻底扭转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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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事实上,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在对外开放与

充分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已经实现了较高水平增长,但是近年来制造业领域生产率增长速度下滑却

也是不争事实.于是一些重要问题产生了,对于普遍处于升级转型阶段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哪些因

素促进或者抑制了生产率提升? 哪些因素对当前生产率下降乃至波动产生了影响?
毋庸置疑,技术创新在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

术冲击带来的传统技术结构转变也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种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的指标,从根本上体现了制造业核心竞争优势[１].在当前各种要素驱动生产率上升的红利逐渐消失

之际,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正面临内外动力缺失的困境,信息技术冲击下的制造业技术

结构升级必将成为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显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发达国家不断强化

其先进技术溢出的壁垒,依靠外部技术因素冲击驱动我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动能势必会逐渐弱化.
那么,我国制造业企业是否还有其他能够推动生产率持续上升的有效动能呢?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企

业生产率持续改进的内生动因和运行机制尚未进行充分的研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在新

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影响下,无论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还是技术创新活

动,对信息技术资源的依赖性均空前增大,从而企业对组织内外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能力的增强会

直接影响到产品或服务成本的降低、管理和决策效率的提升以及竞争新优势的打造.特别是这种信

息技术开发利用能力得益于其稀缺性、无法复制及难以替代等优越性,有助于企业整合信息技术资源而

持续改善组织绩效,并快速响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从而显著增强企业的环境适应性[２].由此,学术研究的

焦点也逐渐从信息技术资源转移到信息技术能力领域,普遍认识到动态环境中信息技术能力在企业敏

捷性提高、核心竞争优势构建、创新性产品供给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本文针对制造

业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开展研究,这对于凸显其在企业竞争和成长中的应用价值具

有重要意义.
受上述研究的启发,本文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视角对信息技术能力影响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机制进行解读.本文的可能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其他研究相比,本文

不仅分析了信息技术能力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正向作用,也未回避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这一

敏感问题,从而对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二是将信

息技术能力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区分为“增长效应”和“平滑效应”两个维度,并构建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这两种效应.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准备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关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及波动问题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而且涌现了

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注意到企业获取、配置各类信息技术资源在实现生

产效率提升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令人困惑的是,倘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供给因素是全

要素生产率增进的唯一原因,那么在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升级的共同作用下,也就不会出现现

实中生产效率增长乏力乃至滑坡的事实,这也是所谓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缘由之一.可见,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研究框架中关于生产率异质性的探讨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而,本文

将从“增长效应”和“平滑效应”两个方面分别阐释信息技术能力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
(一)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辨析

就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而言,经济学家从来都毫不吝惜褒奖之词.尤其

是随着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及其与传统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

专注于信息技术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寄希望于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能够帮助企业再造生产率优势.
国外学界从信息技术获取、信息技术共享、信息技术交流等视角,试图揭示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的逻辑相关性.如 Dedrick和 Kraemer(２０１３)认为,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

响途径是降低信息技术相关成本,而这种效应大小取决于企业人力资源、技术特征和资产状态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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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３].也有学者区分了信息技术与信息技术能力的本质内涵,认为信息技术本身对企业生产率提升

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拥有信息技术能力的企业则能够充分搜集、获取、整合各类信息技术资源,从而

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４].从这个角度看,导致企业之间生产率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异同,但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却存

在一定差异.不同于上述研究阐释了信息技术能力对生产率的直接作用机理,也有学者注意到企业

加强自身信息技术能力建设可能会通过业务流程优化[５]、改善服务水平[６]、信息系统质量提升[７]等间

接途径影响到生产率水平.作为一种衡量企业开发和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能力,企业信息技术能

力高低不仅体现了职能层面配置和应用信息资源的能力,更反映出企业组织层面协同管理技术资源、
显性知识以及诸多无形资源的能力.

事实上,已有的研究不仅将信息技术能力视为一个整体变量来探讨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还深

入到微观机制层面分析不同类型信息技术能力的差异化影响.如Stoel和 Muhanna(２００９)利用微观

数据检验了价值型信息技术能力与竞争型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只有竞争型信息

技术能力提升才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息技术资源的配置[８].同样 Acemoglu等(２０１５)认为信息技术

“生产率悖论”至少在部分制造业部门依然存在,信息技术能力只有在被用于企业组织能力开发情形

下才能改善企业生产率水平[９].可见,信息技术能力在塑造企业生产率优势的过程中存在对中介因

素的依赖,或者说中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技术能力的生产率增长水平.国内学者以中国

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充分肯定了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１０],不仅认识到

信息技术能力作为衡量企业软硬件实力、管理水平、技术状态的集合体,能够通过驱动供应链整合而

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１１],还发现信息技术能力的增强有利于组织结构柔性和竞争战略韧性提升进而

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效率[２].总之,信息技术能力衡量了企业整合信息技术资源与其他资源的能力,对
企业生产率优势的获取与保持至关重要.

上述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在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认为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生产率增长

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引来一个问题,即企业信息技术能力诱发生产率水平增长的中介传导机制

是什么? 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企业如何进行信息技术能力培育,更会影响到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的路径选择.事实上,从创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同阶段所开展的技术创新活动入手,将技术能力构件

中的信息技术能力分离出来,便能据此分析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生产率优势的传导机制.一方面,信
息技术能力通过强化企业内在潜力挖掘效率从而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提升.理论上,企业借助内在潜

力挖掘生产率优势需要经历潜力筛选、潜力发展、潜力激活等一系列过程,但是其中任何一个步骤或

环节的目标实现均需要建立在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基础上.究其原因,信息技术能力能够帮助企业

搜集、获取有用信息,进而协调各类生产要素以及整合各类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能力强的

企业在外部潜力的挖掘、使用、整合过程中,能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准确搜寻企业生产率提升所

需要的知识,减少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满足其信息需求,所以信息技术能力通过增

强企业外部潜力挖掘效率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优势的形成.因此,企业只有借助信息技术能力才能

系统地开发和利用内外部潜力,进而培育并保持企业生产率优势.
(二)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滑效应”辨析

从理论上而言,信息技术能力能够改善企业组织效率,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但是在许多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大量信息化资源投入却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

应”.信息技术应用的美好愿景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不仅引起了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也导致学界期

待信息技术能力提升为企业创造生产率优势的美好愿望开始动摇,并将信息技术能力提升与企业生产

率之间的不一致现象称为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事实上,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问题自提出便引发

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单就技术层面来讲,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劳动力生产效率方面的积极

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却要受制于其他因素制约.譬如企业生产率水

平提升需要对能力要素进行充分的整合与重构,并将企业各类其他要素与信息要素深度融合及协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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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甚至还需要考虑企业自身所处的经营环境以及能力匹配问题[１２].可见,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生产

率增长效应的实现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系统过程,呈现出较为突出的路径依赖和不确定性特征.
国内学者对于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归纳总结.如李丫丫等(２０１８)基

于省域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仅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

出明显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在信息技术吸收能力弱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并没有显现[１３].受限于企业

技术创新模式较强的组织惯性,技术资源分配模式在制度化组织惯性约束下降低了外部信息技术的

吸收能力[１４],导致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对外部技术的抵制从而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增

进.尤其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在信息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后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提高,从而会对制造业

企业信息技术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造成一定程度的“替代”[１５].此外,考虑到信息技术能力的积极作用

需要建立在企业组织变革以及适应性调整基础上,所以部分研究还发现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或“门槛”效应.
综上,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增长效应”或者“抑制作

用”,在一定程度还具有平抑生产率波动的功能.不难理解,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广泛渗透的网络经济

环境中,当企业信息技术能力达到一个所谓的“临界值”后,企业所掌握的信息技术被模仿或者超越的

概率减小.网络扩散的正反馈效应导致信息技术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被强化,从而信息技术能力通

过网络化价值的指数增长、技术标准化、路径依赖等中介机制抑制了生产率波动.基于此,本文认为

信息技术能力的增进,有利于企业信息分析与决策水平的改善以及产品或服务的创新能力增强,从而

在业务过程不断优化中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能力上升也将平抑企

业生产率波动从而表现出生产率“平滑效应”.为进一步识别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

态驱动关系,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可简单刻画出信息技术能力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

(如图１所示).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方向存在一定差异,二者之间是否为单纯的线性关系难以从

理论上准确推断,故而需要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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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信息技术能力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据此,本文选取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中国

企业信息化５００强”中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为

研究样本,通过建立企业动态面板数据计量回

归模型,探究信息技术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生产

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考虑到行业异质性下制造

业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增进的差异化动因,本文

进一步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来检验信息技术能力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期回答信息技

术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抑或“平滑效应”这一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上文的论述表明,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性过程.已有研究多侧

重于对信息技术能力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抑制作用”的探讨,而缺乏对平抑企业生产率波动的关注.
为了更加全面探析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本文分别将信息技术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效应”和“平滑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企业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制造业

企业生产率演化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不仅受到当前相关因素的作用,也受制于历史生产率

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计量分析模型中分别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和“平滑效应”的滞

后项.此外,采用 Wooldridge检验法对模型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进行了检验,结果卡方统计量伴随

概率均很小.可见模型在各种情形中均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因而静态模型可能存在自回归和内生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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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而导致得不到无偏有效一致的估计结果.本文实证研究构建的计量模型如式(１)和式(２)所示.

TFP_geit＝β０＋β１TFP_geit－１＋β２ITCit＋β３ITC２
it＋γXit＋μi＋εit (１)

TFP_seit＝α０＋α１TFP_seit－１＋α２ITCit＋α３ITC２
it＋ηXit＋μi＋εit (２)

式(１)和式(２)中,TFP_geit为企业i在第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TFP_seit为企业i在第

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平滑效应”,ITCit为企业i在第t期的信息技术能力.为了考察两者的非线性关

系,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信息技术能力的平方项并期望二次项系数为负.Xit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

规模(scale)、沉没成本(cost)、研发强度(rds)、盈利能力(ip)、所有制结构(ioc)、新兴产业的虚拟变量

(emerging).μ为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个体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与指标构建

１．被解释变量

(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TFP_ge).考虑到信息技术能力带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是其

“增长效应”的最直接体现,本文将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衡量“增长效应”.具体计算公

式为:

TFP_geit＝
TFPit－TFPit－１

TFPit－１
(３)

式(３)中,TFPit为企业i在第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t－１为企业i在第t－１期的全要素生产

率.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测度.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估算关

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估计方法”和“要素投入度量”这两大问题.截至目前,诸多估算方法可以归结为参

数法和非参数法两大类.其中,参数法中的 OLS法在估算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时十分有效,但是

在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过程中却无法解决索罗余值中存在的内生性与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进
而导致企业TFP出现高估[１６].适用于微观企业生产率水平估算的方法主要有固定效应、半参数方法和

GMM 等计量方法,但是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采用 OP和LP两种半参数估计方法解决上述问题.

OP法的主要特点是使用投资作为企业受到生产率冲击时的调整变量,并强调企业投资函数满

足严格的单调属性,所以投资量为零的样本企业要被舍弃进而造成样本数据大量缺失.Levinsohn
和Petrin(２００３)在 OP法的基础上提出了LP法,将企业中间投入品作为代理投入变量[１７].由于LP
法大幅提高了数据的使用效率,可避免数据截断问题,而且中间投入的调整成本较小,能更好地反映

生产率的变化[１８].因此,为了更为精确地估计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水平,本文使用LP法计算全部样本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 OP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用于稳健性检验.
(２)全要素生产率“平滑效应”(TFP_se).从理论上而言,企业信息技术能力提升也可能产生平

抑生产效率波动的作用,从而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平滑效应”,所以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

(TFPD)的倒数度量“平滑效应”.计算过程中首先参照杨光等(２０１５)的处理方法[１９],基于上述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度结果,按照式(４)和式(５)计算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

TFPDit＝
∑
n

i＝１
TFPit－TFPt( )

n－１
(４)

TFP_seit＝
１

TFPDit
(５)

式(４)和式(５)中,TFPDit为企业i在第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TFPit为企业i在第t期的

全要素生产率,TFPt为时期t全部样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n为全部样本企业的数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ITC)
目前国内外学界在企业信息技术能力测度方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未能形成完整体

系.本文在吴金南等(２０１４)的方法基础上[２０],利用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历年发布的信息化５００强排名

信息,采取赋值加权的方法测度企业信息技术能力.为了有效总结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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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于２００３年开展企业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调研工作,并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连续发布了

“中国企业信息化５００强”的调查和测评结果排名.“中国企业信息化５００强”评价采取了定量分析和定

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评价指标不仅包括企业规模和投入,还涵盖了企业信息化战略、信息化应用、
信息化效能、信息化决策支持能力等维度.相关指标计算采用了综合评分分析法,并经过多轮的专家评

审后确定“中国企业信息化５００强”名单.因此,本文采用该测评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现阶

段制造业企业信息技术能力水平.具体处理方式为,设定Numberi为企业i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进入“中国

企业信息化５００强”榜单的次数,则任意企业i进入榜单次数的可能取值分别为６、５、４、３、２、１,即:

Numberi＝ ６,５,４,３,２,１{ } (６)
运用赋值加权方法可得到样本企业i在第t期的信息技术能力(ITCit),计算公式如下:

ITCit＝θit×Numberi (７)
式(７)中,θit为企业i在第t期的权重,计算方法为企业i在第t期工业增加值占全部样本企业工

业增加总值的比重.

３．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在关注核心解释变量的基础上,还引入如下控制变量:(１)企业规模(scale).不同规模的制

造业企业不仅在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得到的社会认可度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也存在

较大差异,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采用样本企业从业人员数量衡量企业规模.
(２)沉没成本(cost).较低的沉没成本意味着企业间竞争程度越发激烈,从而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内

生动力十分强劲.本文参考孙浦阳等(２０１３)的方法[２１],以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度量样本企业沉没成

本的大小.(３)研发强度(rds).作为企业升级生产工艺、节约要素投入和降低管理成本的基本手段,
技术研发能够通过创新效应和学习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本文以研发经费与销售收

入比值测度企业研发强度.(４)盈利能力(ip).盈利能力的提高能够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

新技术应用和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其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利润总额与企业资

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企业盈利能力.(５)所有制结构(ioc).理论上内部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生产率水

平的重要因素.实践中亦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组织结构优势,而
这种优势往往转化为更高水平的生产效率[２２].本文引入所有制结构虚拟变量,企业股权结构若为国

有企业则取值为１,否则取０.此外,为了对比分析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在控制变量中加入衡量是

否属于新兴产业的虚拟变量(emerging),若是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１．样本企业选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样本企业选取过程中,
一方面为了与本文确立的信息技术能力测度方法匹配,从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信息

化５００强”(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全部上榜企业中选取制造业企业,共计２９３家.另一方面,结合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测算的需要,本文对这２９３家样本企业进行筛选:(１)剔除从业人员数量、研发经费、销
售收入、资产利润等相关数据不完整企业１９家;(２)剔除财务状况恶化的ST公司７家;(３)剔除销售

收入低于５００万、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低于１０００万的样本企业１１家.最终保留样本企业

２５６家.

２．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本文使用的基础数据一部分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年),并按照２０１１年我国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为标准进行归类.另一方面,针对

其他控制变量测算所需数据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不够完全或者准确这一问题,特别是涉及部分

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本文采用了 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www．cninfo．com．
cn)提供的上市公司年报信息进行核准.

在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需要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得到样本企业的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资本投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和企业中间投入等数据.首先,分别用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的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对以上数据进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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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该三类价格指数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次,由于该数据库存在２００８年前后样本匹配

不一致、指标存在缺失和异常以及测量误差等问题[２３],本文将参考龚关和胡关亮(２０１３)的方法[１８],
利用企业名称、企业法人代码、省地县码、电话号码等企业基本信息对样本企业进行匹配.此外,企业

资本存量则是将资本账面价值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得到的实际资

本存量.实际投资额的计算是根据相邻两年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差额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后得出,企业

的折旧额直接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报告结果.最后,利用整理出的数据估计各个企业的生产

函数,进而计算出各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

由于模型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常规估计方法不能保证参数回归结果的

一致和无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 方法进行估计,并以 OLS估计结果作为对照,如表１所示.基

准估计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TFP_ge)和滞后一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平滑效应

(TFP_se)的系数均在５％水平上显著大于零,说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持续增长和周期

性波动均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但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要显著弱于平滑效应,表明当期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受到滞后期的影响所呈现出的正向促进作用要低于平滑抑制作用,或者说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持续提高所表现出的惯性特征并不能持久存在.由“增长效应”(TFP_ge)的回归方

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静态 OLS回归还是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 回归结果中信息技

术能力都显著为正,表明信息技术能力增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证结果进一步

验证了上文的理论观点,信息技术能力增长有利于增强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创新能力,并产生了明显

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平滑效应”(TFP_se)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了信息技术能力与生产

率波动之间的正向关系,即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从而未形

成明显的“平滑效应”.可见,企业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在有利于生产率绝对水平增进的同时却未能平

滑生产率波动.该结论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制造业企业近年来出现生产率增长速度普遍

下滑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是对“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这一理论观点的支持和肯定.
基准回归结果同样反映了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具体表现在信息

技术能力平方项(ITC２)在系统 GMM 估计下系数分别为０．０７７和－０．０１４,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即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之间呈现“U”型关系.不难理解,当企业信息技术能

力处于较低状态下,企业整合信息技术资源与其他资源的能力较弱,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将普遍存

在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但随着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得益于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组织结构柔性提高以及供应链整合效率提高等好处,最终实现持续增长.
相反,信息技术能力在平抑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方面呈现倒“U”型变化规律.究其原因,信息技术能力

在初期通过强化技术标准化、技术路径依赖等途径平抑了企业生产率的波动.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

技术网络扩散的正反馈效应不断强化,企业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反而助长了生产率的离散变动.
在控制变量方面,盈利能力(ip)、研发强度(rds)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

的上升,还能够缓和生产率波动而具有明显的“平滑效应”.可能的原因是,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往往

能够支撑较高的技术研发强度,而新产品或技术的研发周期较长,导致研发投入能够长时期积极作用

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升且抑制生产率的波动.但是企业规模(scale)扩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或者说企业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但在抑制生

产率波动方面却有较好的表现.从虚拟变量所有制结构(ioc)的回归系数来看,一方面表明以国有资

本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类型往往抑制了生产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却反映了国有资本比重高的企

业在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挑战方面或许更有作为.虚拟变量(emerging)的回归结果意味着新兴

产业领域制造企业相对于传统制造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及平滑波动方面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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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OLS估计

TFP_ge TFP_se

系统 GMM 估计

TFP_ge TFP_se

２SLS估计

TFP_ge TFP_se

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 ０．００１∗∗

(２．３６)
０．０５３∗∗

(２．４７)
０．０１１∗∗

(２．６６)
０．０７１∗∗

(２．８３)

ITC ０．０４４∗

(１．２２)
０．０７１∗

(１．７７)
０．０１３∗

(１．８４)
０．０２７
(０．５７)

０．００２∗∗

(２．１１)
０．０３９∗

(１．８４)

ITC２ ０．０３４∗

(－１．９６)
－０．０１２∗∗

(－２．０７)
０．０７７∗∗

(２．３７)
－０．０１４∗∗

(－２．０８)
０．０５１∗∗

(２．４７)
－０．０１５∗∗

(－２．６４)

scale ０．１１８∗

(１．４４)
－０．１０９∗∗∗

(－３．７５)
０．１１１
(０．６１)

－０．１１５∗∗

(－２．３５)
０．１１６
(０．５８)

－０．１７８∗∗∗

(－３．２２)

cost －０．００３∗∗

(－２．５８)
－０．４５５∗∗∗

(－４．１１)
－０．０１１∗

(－１．７４)
－０．６３３∗∗∗

(－３．８２)
－０．０１３∗∗

(－２．１９)
－０．４５２∗∗∗

(－３．６７)

rds ０．３１８∗∗∗

(３．２７)
－０．０８８∗∗

(－２．３３)
０．２５３∗∗∗

(３．３２)
－０．０６９∗

(－１．７４)
０．１８１∗∗∗

(３．５１)
－０．０７１∗∗

(－２．２２)

ip ０．１０９∗

(１．４１)
－０．０１７∗

(－１．７９)
０．１３８∗∗

(２．７２)
－０．０１５∗∗

(－２．５５)
０．１１４∗∗∗

(３．２８)
－０．００９∗∗

(－２．７７)

ioc －０．０５５∗

(－１．９４)
０．０２４∗∗

(２．７４)
－０．０２２∗∗

(－２．６９)
０．０４３∗

(１．４９)
－０．０１５∗∗

(－２．８６)
０．０２６∗

(１．７１)

emerging ０．１１４∗∗∗

(３．８７)
－０．０７６∗∗

(－２．１１)
０．０８４∗∗∗

(３．６４)
－０．０２９∗∗

(－２．１８)
０．０４４∗∗∗

(３．９１)
－０．０４１∗∗

(－２．７７)

常数 ０．１１６∗∗∗

(４．３５)
０．１１１∗∗

(２．３８)
０．０８６∗∗∗

(３．１３)
０．１０６∗∗∗

(３．６９)
０．１７３∗∗

(２．７４)
０．１５８∗∗∗

(３．３６)
时间/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argan检验 ２９．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３９４
[１．００００]

AR(１)检验 ０．０８１７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０７７]

AR(２)检验 ０．２２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５３
[０．２３７]

识别不足 ２８６．１１７ ２７１．０８７
弱工具变量 ４７３．５８３ ６２８．１３８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２)OLS回归和２SLS回归结果中,圆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估计值的t
统计量,在系统 GMM 估计结果中,中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估计值的Z统计量.下表同.

　　(二)内生性考察

尽管在基准估计中运用了系统 GMM 方法并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能够有效

修正异方差及自相关并缓解了遗漏重要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但是基于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仍然要继

续讨论内生性问题:其一,滞后一期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和滞后一期的生产率平滑效应与误差项倘若具

有相关性,将会导致估计结果的非一致性;其二,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增长与波动之间可能存在逻辑上

的因果关系,从而上述的基准回归可能产生联立内生性.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于 OP法测算出的

TFP_ge和 TFP_se作为滞后一期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２SLS)以得到可信度更高

的估计结果.如表１所示,检验结果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选择 OP法测算出的被解释变量

作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对比系统 GMM 估计结果可以发现,２SLS估计得到的信息技术能力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平滑效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吻合,即信息技

术能力增进能直接带来企业生产率水平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加剧生产率波动的情形.此外,信息技

术能力平方项(ITC２)的估计结果同样指出两者关系的复杂性,较低水平的信息技术能力有利于平抑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但却不能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增长水平.

五、进一步讨论:信息技术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再考察

(一)行业效应的再考察

基准回归从样本企业总体角度考察了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增进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及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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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同行业信息技术能力提升的差异化动机,本文将从行业异质性角度检验信息技术能力对制

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按照低技术密集型、中技术密集型和高技

术密集型三个类别将全部制造业企业细分为三个子样本.不同细分行业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２所

示.从滞后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TFP_ge)的滞后期与当期生产率水平的增

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不同细分行业的比较来看,除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外,其他行业滞后一期的平

滑效应(TFP_se)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当期影响并不显著.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效应在低技术密集型、中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分别为０．０１１、０．０８８和０．１１３.可

见,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增进对其生产率提升的效果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

因为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源自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投入,而信息技

术能力提升能够有助于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整合信息资源,在优化知识资本结构的同时势必推动企业

生产率水平提高.相比较而言,低技术密集型和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多属于典型的资源消耗型行业,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加依赖劳动力素质、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而对企业自身信息技术

能力高低并不敏感.该结果表明地区经济优先发展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理论上能够提升全行业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而大规模应用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增强信息技术能力则能够显著强化这一

效应.另外,模型估计结果还显示,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在中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出良好的“平滑效

应”,即减缓了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波动,但在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企业

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反而会加剧生产率水平的波动.从信息技术能力平方项(ITC２)的回归结果来看,
高技术密集型企业信息技术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显著,表明信息

技术“生产率悖论”在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中并没有得到有力的佐证.
　表２ 行业效应回归结果①

被解释变量
低技术密集型行业

TFP_ge TFP_se

中技术密集型行业

TFP_ge TFP_se

高技术密集型行业

TFP_ge TFP_se

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
０．００４∗

(１．７１)
０．００８
(０．２４)

０．００９∗∗∗

(３．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４９)

０．０１９∗∗

(２．６９)
０．００５∗

(２．０３)

ITC
０．０１１∗

(１．４６)
０．００２∗∗

(２．７７)
０．０８８∗∗

(２．２２)
－０．００２∗

(－１．３８)
０．１１３∗∗∗

(４．１６)
０．００３∗

(１．５５)

ITC２
０．０４４∗∗

(２．９６)
－０．０１２∗∗

(－２．４７)
０．０４４∗∗

(２．３７)
－０．０２４∗

(－１．９９)
０．０３２
(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１．０４)

常数
０．２２８∗∗∗

(３．２９)
０．２０７∗

(１．７２)
０．２７７∗∗∗

(３．５８)
０．４８３∗∗∗

(４．３７)
０．１４４∗∗

(２．５５)
０．１７３∗∗

(２．１７)

Sargan检验
２９．０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７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１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４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０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６６３
[１．００００]

AR(１)检验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７９３]

AR(２)检验
０．２０４７
[０．８３４６]

０．２１８５
[０．８１６６]

０．１８４６
[０．９５４６]

０．２０３３
[０．８０４７]

０．３３８５
[０．７３７４]

０．３１９５
[０．８４４８]

(二)空间效应的再考察

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使得全国层面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制造业信息技术水

平存在空间差异性.为了考察企业信息技术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平滑效应”的空间分

异特征,本文进一步按照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子样本,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３
所示.结果表明,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增进能够显著推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水平

的提升.该结论与全样本估计的结果高度一致,进一步表明了上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值得关

注的是,信息技术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的绝对水平值在我国三大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譬

如,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信息技术能力提高１％,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０．０７１％,这一效应

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０．０３１％和０．００３％.联系当前各地区大力推动的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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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实践,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工业互联网重构制造业价值链条、破解生产资源约束以及重塑工

业竞争优势等方面无疑更加出色,进而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在更好的“信息技术＋制造技术”融合环境

中能够更有效地驱动生产率提升.此外,与全样本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的是,信息技术能力与全要素生

产率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助长了全要素生产率的

波动,从而未能表现出明显的生产率“平滑效应”.
　表３ 空间效应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

TFP_ge TFP_se

中部地区

TFP_ge TFP_se

西部地区

TFP_ge TFP_se

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
０．０２１∗∗∗

(３．３６)
０．０１３∗

(１．６９)
０．０１９∗∗

(２．７２)
０．０１９∗

(１．８３)
０．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００４
(０．３６)

ITC
０．０７１∗∗∗

(４．７４)
０．０２４∗∗

(２．６６)
０．０３１∗∗

(２．３１)
０．００９∗

(１．８８)
０．００３∗

(１．９１)
０．０１５∗∗

(２．３８)

ITC２
０．０２５∗∗

(２．８４)
－０．０４９∗∗

(－２．５５)
０．０３３∗

(１．７７)
－０．０５７∗∗

(－２．４９)
０．０１５∗

(１．６６)
－０．０１１∗∗

(－２．３４)

常数
０．１７９∗∗

(２．７６)
０．１３７∗∗

(２．１１)
０．３１２∗∗∗

(４．５９)
０．２８４∗∗

(２．７７)
０．１８３
(０．７２)

０．１３４∗

(１．５１)

Sargan检验
１７．５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４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１２４
[１．００００]

AR(１)检验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
AR(２)检验 ０．１７１ ０．３５７ ０．３７９ ０．４８４ ０．２２３ ０．３５５

六、结论与启示

在信息技术价值实现过程中,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增进及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一直是学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之一,这与信息技术在推动一国或地区制造业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提供崭新的路径不无关系.
即使企业经营实践中表现出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仍然没能影响大量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已有

研究较多侧重于对信息技术能力生产率“增长效应”和“抑制作用”的探讨,而缺乏对信息技术能力生

产率“平滑效应”研究.因此,本文从生产率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视角,从基础理论和经验分析两

个方面探讨了信息技术能力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和“平滑效应”.研究发现:(１)制造业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持续增长和短期波动均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信息技术能力增长有利于改善

企业信息分析与决策水平并产生明显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同时也加剧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从

而未形成明显的“平滑效应”.(２)进一步考察行业效应可发现,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信息技术

能力增进对其生产率的提高效果十分明显,而低技术密集型和中技术密集型企业本质上具有资源消

耗属性,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企业自身信息技术能力的高低并不敏感,但在中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

现出良好的“平滑效应”.(３)空间效应检验发现,信息技术能力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在我国三大区域

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亦未能表现出明显的生产率“平滑效应”.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启示:一是,信息技术能力存在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这要求企

业必须意识到在竞争优势再造中的信息技术价值,不仅要关注与企业核心能力相匹配的各类信息技

术资源,还需最大限度培育更为稀缺、难以复制和无法替代的信息技术能力.但是企业信息技术能力

的形成及其生产率增长效应难以依靠信息技术资源的简单开发与应用得以实现,而是根植于信息技

术资源与企业经营战略、业务流程及管理决策的相互融合.二是,信息技术能力增进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这说明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我国制造业领域的现实

存在使得企业应以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信息技术能力的生产率效应.事实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提升是众多要素、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包括信息技术能力在内的诸多

能力协同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信息技术能力所能发挥的生产率效应强弱高度依赖于其他能力的协同

作用,一旦信息技术能力与其他基础能力协同不足,产生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必然较弱.总之,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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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科学、合理、有序地推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要注重信息技术资源在产品

设计、生产、销售等业务流程中的嵌入,更需积极促进信息技术资源与知识管理、组织结构和企业战略

的深度融合.

注释:

①限于篇幅,文中表２和表３仅报告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如对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感兴趣,欢迎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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